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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能力的意义和衡量尺度

一个两面性的模式

Georg Lind

University of Konstanz, Germany
    人类做出关于道德方面的决定和判断的能力以及根据这样的判断所表现的行为。(Kohlberg, 1964, p. 425)
介  绍

Bill：Jane，你认为Rick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Jane：呃，是的，我认为Rick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说他一直反对安乐死。

Bill：为什么你认为他的这个观点就能反映出他是有道德的呢？

Jane：呃，安乐死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上帝希望我们保护生命。

Bill：但是Rick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你是如何得知他有一个道德原因指导他反 对安乐死的呢？

Jane：是的，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个道德原因。我刚才只是猜测而已。我也曾经听他说过，生命是一样很宝贵的东西。

Bill：你知道吗？Rick可以一个赞成资本惩罚的人。他似乎并不把生命看作最终道德价值目标。

Jane：哦，这个我没听说过。他的道德观似乎并不稳定。

Bill：又或者说他只是不想成为坏人，却没想过会不会成为病人。
Jane：这简直难以置信。看来他的道德水平不高。虽然跟他谈论这些问题是有一点困难，他可能强烈地替自己辩护。但当我下次遇见他时，我还是问一下他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吧。

        这段短对话告诉我们关于道德衡量的什么呢？假如它确实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对于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作出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我们自己的观察来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很容易因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很显然，Bill和Jane尝试利用多种方法去评价Rick的道德发展水平。Jane首先引用了Rick的一段能体现他本身道德水平或价值观的话，并因为他赋予了生命最高的地位，而且他又相信上帝的存在，从而主观假设Rick是一个反对安乐死的人。Jane这样的推断在Bill提出“Rick赞成资本惩罚”的观点后变得无效。Jane针对不稳定的道德水平的评价作出了修改。而Bill则通过提出“Rick可能存在和生病的人一样的病态思想”的观点再次挑战Jane修改后的评分标准。Bill的这一观点解释了Rick在对待安乐死和资本惩罚时所呈现的不同态度。然而，Jane不能简单接受这一解释。她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对Rick的道德状况做出有根据的判断，但是Rick有可能参与这样一个关于道德水平的讨论吗？如果他真的参加了这样的讨论，Rick是会对他的道德行为给出一些合理的理由，还是只会做一些关于自己行为合理化的争辩呢？

很多辈的心理学研究者在确定和衡量人们的道德行为时都曾遭遇过像Jane和Bill那样类似的质疑。在这一章节，首先，我认为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关于道德行为和道德发展的理论需要加入新的、有理论依据的衡量方法。只有我们掌握了这样的方法，我们才能按照有实验依据的数据做出有效的推断。关于新的、更好的理论发展取决于更先进的研究器械的开发，反之亦然。

因此，我将首先给出一个关于道德定义的概述（规则的遵守，美好的意图，能力的定义）和涉及如何评价道德的方法。然后，我会介绍“道德判断测试（MJT）”，一种我在30年前发现的用来全面评估道德行为中能力方面问题的方法。再者，我将列出MJT测试中理论性和跨文化有效性的实验数据，包括不同的翻译版本。最后，我将会把MJT测试结果和其它方式的测试结果在衡量道德发展方面做对比，特别针对Kohlberg的“道德评判面试（MJI）”，Rest的“界定争论点测试（DIT）”和Gibbs的“社会道德原因测试（SRM）”。

关于道德的三重定义：一致性，强度，能力

最早的评价道德的方法之一就是“遵守规则的定义”。这里的道德是通过定义一系列“应该做而又很容易避免”的事情，例如：不要偷窃，不要谋杀，不要犯通奸罪，“就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爱那些留宿在你家中的陌生人”（《圣经》，Leviticus 19:17-34）。其它文化和宗教都有着类似的规定。在一些文化领域，如果一个人遵守准则的事迹超过了他违反准则的事迹，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有道德的。在这里，道德是通过一个人展示道德上正确的行为和避免道德上错误的行为的事件的数量来衡量。在其它文化领域，每一条道德准则都会被仔细考察。这些事件，通常由一个伟人事迹作定义，同时又一个特别小组进行解析，其中耗时非常长，最终大家发现除非那个人是个伟人，否则他几乎不可能遵守其中所有的准则。这种测试方法在过去被很多研究者所利用，直至现在依然很流行。一部分心理学的行为学者（如：Hartshorne & May, 1929）就被看作是使用“遵守规则测试法”的代言人。

另外一种测试方法是“美好的意图”，这是一种和“遵守规则测试法”观点完全相反的测试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是把一个人的道德意图总是定义为美好的。根据这样的定义，一种行为只要是以好地道德意图（或道德价值，动机，或原则）为指导，那么这种行为在道德角度上总是好的行为。早期天主教的活动和斯多葛哲学主义者把人们内在对自己理想的拥有和栽培认为是对道德本质的自我满足。阿奎那托马斯被认为是利用这样的一种定义来反对在他的年代教堂里流行的“遵守规则测试法”。伟大的哲学家Immanuel Kant（1948/1785）同样是该测试法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美好的意图”不但是好的道德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充分条件：只要意图是好的，那么人类所做出的行为就是好的！他还提出了在他的分类标准中必须完成的事情作为良好道德的标准：“行为只有同时在上述格言的指导下才会成为一项大家公认的法则。”在道德领域中关于态度模式的研究似乎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支持“美好的意图研究法”的人们仿佛都愿意相信跟随“专门的、美好的态度和价值观”是有道德思考原则的一种选择趋势（e.g., Rest, 1979; Rest, Narvaez, Bebeau, & Thoma, 1999）。有趣的是，Hartshorne and May（1929）把这种研究方法也吸收进入他们的研究工作当中。
    多个世纪以来，上述两种研究方法的定义无论是在神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是敌对的关系，其中蕴涵着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上许多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而“遵守规则的定义”理论主张行为主义者的道德心理以及在道德教育中赏罚方法，“美好的意图”行为主义者则倾向于在心理学研究上应用道德态度、道德动机、道德价值观、不同类型价值观的教育和道德说明等手段。Max Weber（1994）认为，两种研究方法的这样一种敌对，实质上是Verantwortungs-Ethik（认为道德因素只与一个人所做决定的影响有关）和Gesinnungs-Ethik（认为道德因素只与个人美好的意图有关）的两种理论体系敌对；又或者如John Dewey（1966, p. 349）所提到的，它们是Kant的美好意图伦理学理论和Bentham的功利主义理论的碰撞。

然而，两种敌对的定义其实都在来源自同一样的理论基础，例如下面的观点：（1）道德不是天生就有的，但可以通过心理或教育的方式进行发展；（2）这样的一种发展是特殊社会机构（母亲，老师，传教士，管理者等）的主要责任，意味着对于个人而言外在因素对个人道德发展有着各种各样的影响；（3）任何尝试去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手段需要一些社会力量的帮助，甚至是武力；（4）道德是一种完全与人类认知能力无关的事物。后者似乎是一种通俗的理论：一个人（就遵守规则理论而言）只要是非常严格地遵守社会各种道德，又或者一个人（就美好的意图理论而言）只有美好的道德意图。这样的观点已经在多年前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研究中被牢牢确立。在五十年代，美国心理学研究会联盟（APA）和美国教育学研究会（AERA）联盟的成员创立了两个独立的教育分类系统，一个是关于“认知领域”，另一个关于“影响领域”。道德和民主行为被认为与认知和能力无关；它们被放在了影响领域（Bloom, 1994; Bloom, Engelhart, Hill, Furst,& Krathwohl, 1956; Krathwohl, Bloom, & Masia, 1964）。

在二十世纪初，一些心理学家开始看到把“认知领域”和“影响领域”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性。最后，这种需要导致了在道德理论中“两面性”理论和道德发展理论中相关规则的出现，虽然他们也有着某些方面的不同，但是这些理论依然被看作是包含“认知领域”和“影响领域”的道德行为观点：（1）个人因明确的道德理想或道德原则所受的影响；（2）个人根据这些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所作出的思考、表现的能力（e.g., Lind, 1985a; 2002）。

    一些早期的“两面性”理论能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找到。1912年，德国精神病学家Max Levy-Suhl发现道德态度和道德价值观不能用来说明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当我们访问曾经违法和从未违法的青少年关于偷窃的态度时，我们发现两个组的青少年都以类似的态度反对偷窃。然而，两个组的青少年给出反对理由时，Levy-Suhl发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成熟标志。曾经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给出的理由常常是“偷窃是不对的，因为它导致了个人的损失”，但他们却很少提及社会道德原因或自身伦理道德因素，这一点与没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Heidbrink,1989; Levy-Suhl, 1912）。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无私的态度或价值观，一种被认为是道德成熟的标志。早在1982年，Georg Simmel（1989）认为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个人可以因为利己主义的原因而变得利他，反之亦然），因此他反对这样的定义。后来实验证明，那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态度（或者说是意图）难以和利他主义的行为联系起来（Darley & Latane, 1968;Krebs, 1982; McNamee, 1977）。Krebs（1982）赞同Darley和Latane的观点，并且还详细解释了Simmel的反对意见：“在我看来，利他主义行为不是一种必需的道德品质，可能利他主义行为只是一种普通行为而已。事实上，由于利他主义实现手段的相关观点为太多人所分享，或者说给予了许多不应该分享的人，他导致了为“正义”下定义的相互性平衡被打破，体现“正义”需要我们用宽容的态度面对生活（p. 73）。

这需要一种新的观点来支持Hartshorne和May（1928）的说法。Hartshorne和May一直以来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道德上行为一致性的定义”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说法的基础上。他们认为，道德行为必须是通过观察和测量才能清楚认识。“对于道德行为的认识方式没有‘它的参考动机或它的正确性、错误性’这其中的一种”。首先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学科是研究什么的？我们只有用不同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清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样我们的才能继续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这个学科”、“该学科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应该被批评还是被赞扬”（p. 11）。由针对对孩子进行了大规模的经验性的研究所导致的结果显示，他们认为孩子诚实与否与孩子们的年龄没太大关系，而是和特定的环境密切相关（Hartshorne & May, 1930, Book Two, p. 243）。因此，作为一个结论，Hartshorne and May（1928）对他们自身为道德所下的定义提出了质疑：“不是好人与坏人行为差异所做出的表现，而是个人组织和社会性功能发挥的程度”（p. 413）。回溯大量赞同“遵守规则理论”的行为主义者们针对道德发展所作的研究资料，Pittel and Mendelsohn（1966）做出了结论：道德尺度的问题似乎是努力不足的结果，对“道德价值观的自然属性以及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透彻的结果。也许最大的缺点在于这些批评都没能看到具有可评性态度，就好比缺乏主观的氛围来讨论哪一方的衡量尺度最为可取，哪一方没有受到传统的和标准的道德评价的观点的影响。如果要评估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那么着眼在“道德内容”、“道德力量”、“道德主观态度的形式”或“道德本质的评定”这些方面非常必要。假如这些态度被社会公认或否决，这就产生了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考虑如何进行道德评估尺度的建设。（p. 32;重点添加）

很多人都提出了关于更新道德角色和道德发展的定义的想法，但只有一部分人尝试建立道德理想（或道德态度、道德价值观、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甚至很少人提出填补这种空缺的方法。在他针对孩子们的著名的研究项目当中，Piaget（1965/1932）把“道德准则和实际行为”作为他做研究的外在目标，辨别出类似于Levy-Suhl（1912）“道德-认知”发展观点的新阶段。Piaget利用直接调查和做访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Pittel和Mendelsohn（1966）简洁地描述了一项能更好地衡量道德水平方法的标准：如果要评估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那么着眼在“道德内容”、“道德力量”、“道德主观态度的形式”或“道德本质的评定”这些方面非常必要。（p. 32;重点添加）

Kohlberg（1958, 1964, 1984）曾经尝试整合各种实验资料，试图衡量道德判断能力；并且找到一种全新的、充满希望的实验样式来进行道德心理方面问题的研究。他参考了Piaget的道德评估方法，Pittel和Mendelsohn的衡量标准，最重要的是他通过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定义为道德理想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概念化的描述。他认为，两者之间就是“做出道德方面决定和判断的能力”和根据这样的判断表现出相应行为的关系（Kohlberg, 1964, p. 425; 1984, p. 523）。

Kohlberg关于道德判断所下的定义为Kuhnian意识（Kuhn, 1962）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革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首次将“道德”从能力角度进行定义，而不是把道德仅仅看作一种态度或价值观；同时通过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把认知领域和影响领域的行为有机结合在一起。

2. 道德行为的定义取决自一个学科的内在特点，也就是该定义由道德准则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而不是外部的社会准则和标准（就像遵守规则理论针对道德的定义一样）。

3. 关于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判断的设定也是对“道德”进行定义的一个内在部分，把问题的三个方面（道德影响，道德认知，行为表现）作为下定义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把他们单独看待。

关于道德行为三个方面的联系在8.1节的图表中充分说明。要讨论一种行为是否有道德，要看这种行为是否受道德理想或道德准则的支配，为了能在道德上达到成熟，必须用先进的解析能力来说明一种行为的道德性。然而，Kohlberg指出道德准则和道德能力不是独立的事物，而是行为的不同面。随后，Kohlberg（1984）通过更为细化的衡量尺度研究方法，详尽说明了他关于道德判断能力的理念：

1. 测试的组织者必须从开始就一直在被研究范围当中。如果一个测试迁就被研究对象的结构问题，那么关于结构的概念必须在研究开始的观察阶段就清晰地表述出来。（pp. 401-402）

2. 从此时起，衡量尺度必须与评估“整个组织或整个系统内在联系的参数”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不能仅依靠传统的心理测量方法孤立地看待关于行为的各方面属性。

3. 这样一种“认知结构常常组成了各种行为”。更准确地说，Kohlberg（1984认识到“结构是一种构造关系，而不是一种推断，同时结构也只能是根据可理解的分类来表现他们的属性”的观点（p.408），从而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从此时起，关于学科研究陷入困境的反响，以及他们随后的回应都与反映、展示、表现各种结构密切相关… 这样看来根据最近发生的事情进行一系列推断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样的做法既有先例，也有后续研究（1984，p.407）。Kohlberg’s认为与经典的测试方法相比较，行为样式测试法有着鲜明的特点，它把每一项造成反响的属性看成是一项假想变量或潜在整体的指示，而单独的回响样式的结构只是作为衡量错误的一个标志。

图8.1 两面性模型

[image: image2.png]FIGURE 8.2.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of the MJT

The C-Scores for the Patterns of Moral Judgment Behavior
of Two Fictitious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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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In the MJT the arguments are presented in random order and not according to the stage they re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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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isagree with decision"

Pro Con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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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x 2 multivariate, orthogonal, N=1 (Standard MJT, two dilemmas: 6x 2 x 2)

1. Moral stage (or quality) of reasoning
2. Probing (pro and contra arguments)

(3. Dilemma context; standard version, not depicted here)

Rating of 12 arguments as to their acceptability (standard version: 24 arguments)





4. 必须利用一个复杂的道德环境来测试道德判断能力，从而得出衡量尺度。“关于认知能力的模式往往是在物质行为意义上的组织（Kohlberg, 1984, p. 8）。此后，那些以经典测试理论为基础的非场景化的采访问题或测试项目，大都不允许我们自行评估道德判断能力；即使那些判断可能对于评估一个人的道德态度和道德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工具，我们也不能自行作出评估。

5. “影响能力的发展和功能、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功能其实是同一个领域的内容。影响能力的发展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其实是并行的；它们代表了在定义‘结构性变化’时不同的前景和背景。（Kohlberg, 1984, p. 8）”它们必须被看作“非常相似的行为样式的多个方面”，同时它们必须能利用同样的工具（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进行尺度的衡量（DeVries, 1997, p. 6; Piaget & Inhelder, 1969, pp. 114, 117）。

6. 关于道德能力衡量尺度的测定总是需要安排合理的道德任务。例如“进退两难的选择”以及“相反意见的建议”就是很好的任务。受测试者处理上述任务时所采用的方式就是判断他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问题的能力高低的指标（Habermas 1990）Levy-Suhl（1912）。过去常用“相反意见的建议”的任务来探讨“孩子们有自己的方法应付上述困境”原因。由于困境测试法能具有“人们所选择的解决方法必须在自身信念和客观环境之间进行协调”的作用，因此Levy-Suhl在自己的研究中经常使用该法，这样人们就会在自身人为有价值和重要的方南加以选择。（Kohlberg 1958,pp. 128-129; 特别强调）

7. Levy-Suhl使用“相反意见的建议”的任务进行研究有着两个目的：首先，评估一个人在独立环境下作出的判断；第二，探索道德发展水平的依据。（p. 78）Piaget也曾经提出“把‘相反意见的建议’的任务看作一种很重要的客观判断方法”的观点，这个观点与Levy-Suhl的想法非常类似（Lourenzo & Machado, 1996, pp. 146, 154）。正如Blasi（1987）所说，为了能“明确解释分析的作用”以及“明白主题真正的含义”，我们需要针对“认知能力的发展”定下一个总体的标准，这样我们才能进行利用“相反意见的建议”的任务进行探索研究（p.89）。事实上，实验研究表明，实验参与者针对“相反意见的建议”任务作出的反应就是确定他们道德判断能力的指标（Keasey, 1974）。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相反意见的建议”成为了道德判断能力测试的一项任务。

除了“进退两难的选择”和“相反意见的建议”两种类型的任务以外，Kohlberg也建议利用开放采访的测试形式，而不是封闭提问，这样的测试方法有利于降低受测试者通过猜测获得高分的可能。虽然很多研究者（如：Gibbs，Widaman，Colby，1982；Kohlberg，1979，p.xiv）认为该测试法当中“产生争论”是不同于Kohlberg的MJI测试法的最明显体现，但是与DIT和MJT测试法相比较，这样的区别并不是显得那样的重要。Lind（2002）在过去曾认为，MJI测试的得分似乎总是要比DIT和MJT测试的得分高，他认为与其说“产生争论”的测试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不如说“迎合这些测试的指标”非常困难。再者，虽然“进退两难的选择”和“相反意见的建议”两种类型的任务与面对类似道德问题的解决能力有着一定联系，但是进行测试过程中“深思熟虑作出决定”的原因带有明显自发性，这一点似乎和道德没什么关系。上述理由的产生可能只是为任务的进行增添了语言学角度的道德非相关性罢了（Darley & Shultz, 1990）。

关于道德判断能力的两面性理论

    当我们重新回看Kohlberg对于道德判断能力的定义以及随后他提出的尝试衡量这种能力的尺度，我提出了关于“道德行为和道德发展两面性的理论”，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衡量这一概念的新方法——道德判断法（MJT）（Lind, 1978, 1982, 1985a,1985c, 2000a, 2002）。

皮亚杰认为，“情感机制和认知机制虽然有所不同，但却是不可分离的：前者依赖于能量，后者依赖于结构”。因此，柯尔伯格把他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解释为是对道德行为的情感和认知方面的一种描述。林德在对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能力定义的认识基础上，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说明，并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行为与发展的双面理论，其中与道德判断能力的测量相关的主要假设有：

1. 不可分离性：尽管情感机制和认知机制有所不同，但两者却是不可分离的。道德情感（价值观，理念）以各种方式在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这有赖于个体的认知结构与能力（Piaget, 1976, p. 71;Lind, 1985a, 2000a）。

2. 道德任务：为了有效测量道德判断能力，测量工具必须包含一个有赖于这种能力得以解决的道德任务。一个适当的道德任务要求被试对两难问题进行仔细思考，并对反暗示和正反论点进行排序（Keasey, 1974; Kohlberg, 1958; Lind, 1978, 1985a; Lind & Wakenhut,1985）。

3. 不可造假性：为了可靠地测量道德判断能力，应该避免个体在测验中拔高自己的能力分数。

4. 对变化的敏感性：尽管能力分数不应该被拔高，但它应能灵敏地反映大范围的变化，比如通过道德学习，被试的能力分数升高；或由于被试自身能力的削弱，能力分数则会有下降趋势。

5. 内在的道德原则：道德判断能力的计分应该考虑被试的道德原则而不是仅将外部的道德期望（如测验编制者的道德偏好）强加于被试。

6. 准简单：如果需要对测验中的两难问题进行原则性强的道德判断，那么对各个道德推理阶段的排列应是有序的，也就是说，这种排列应形成一种准简单结构。

7. 平行：尽管道德判断行为的情感和认知方面有所区别，而且在测量中要分别独立计分，但是这两方面应该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它们彼此是高度相关的。

8. 正反论点是等价的：被试在进行道德判断能力测量时，要避免受自身特殊立场的影响就必须使他们面临立场等价的正反论点，例如，完全接受赞成安乐死的论点与完全否决反对安乐死的论点在立场上是等价的。

道德判断测验

在70年代早期，除了评估个人的道德态度之外，我们在寻找能测量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能力的工具（又见林德，1985a，2000a，2002）。当时因为没有适当的工具既可以让我们同时测量各个因素，又以一种明确地、受人尊敬的方式。所以，我们开发了一种新型工具——道德判断测验，这使得评估人们依据他们自己的道德准则来判断赞成或反对有争议性的道德问题的能力变得可能。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无关紧要的。除此之外，就像其他测量工具一样，它应该提供测量参与者关于科尔伯格道德推理的六个阶段的态度。

道德判断测验的设计反映出我们对道德判断行为和测试情况的心理特质的理解。我们相信，道德的本质不能分解为单一的反应或层次，而必须放在特定的环境中。道德的优点比如信任、可靠、真实、公平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单一表现或某种行为进行判断，而必须根据一整套的行为表现。比如，本章开头的对话中，Bill和Jane试图评估Rick的道德类型。他们第一次试图从一个事例中推断Rick的道德类型，结果证明是无用的，他们意识到为了做出一个好的判断，需要更多关于Rick的信息。抑或以Robert（一个虚构的17岁男孩）为例，他编造了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以便使自己做出帮助他的一个朋友在学术测验上作弊的决定。（帮助有需要的朋友远比遵循老师设置的非实际的规章更有价值），当道德原由在另一个方面或被其他人调用时我们期望他是一致的。让我们想象一下，Robert意识到很多人在这次考试中作弊，因此他的排名低于一个标准分数，造成他不能申请他喜欢的大学。如今他认为，其他学生应该遵守考试规则。显然地，这种原因有一定性的错误因为它不是一致的。或者他应该在第一件事中想到这种后果，又或者在第二件事中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和下面的例子使明确的原因变得简单。

当然，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品质,然而某些变化的场景被认为是不予接受的理由。例如，我们接受活到老学到老的思想，因此，拒绝的原因归于他或她曾经请求过帮助。但是当某些仅仅因为通过另一个人或一个对手使用过的原因而被宣布无效，我们不会认为这种判断行为是道德的一致性。另一个道德判断不成熟阶段的代表性例子，一个男人出去杀了流产医生，因为他把保全生命作为一个不能打破的绝对原则。 
    依照道德判断能力的概念作为道德的一致性明确变化的背景，道德判断测试是为参与者在复杂情况下的反应而设计的。
    道德判断测试面向的是提出高需求的个体们。他们选择一个道德困境，然后从我强烈赞成（+4）我强烈反对（-4）来支持或反对这个论点。虽然有反对的影响，这两个参数（正反）相匹配来代表同一性质或水平的道德推理。我们需要弄明白这样安排的意思是：参与者根据不同道德品质的论点来进行排名，并因此证明一些道德判断能力，或者他们基于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基于赞成还是反对他们自己意见的论点。很明显，这个问题不能通过看似孤立的答案来回答，而只能通过一个人作出的所有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能通过个体组成的结构（如相关的图形或结果的因素分析），而只能把个体当作特别认知——情感结构基础上的独特个人来构思。
    就像Piaget和Kohlberg在他们的临床访谈法中提到的，道德判断测试运用道德困境，这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无法在不违反道德规则和原则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在标准道德判断测试中，两种困境都被应用，一种来自科尔伯格（Colby et al., 1987b）的安乐死困境，另一种是来自Max von der Grün (1975)的戏剧和小说Stellenweise Glatteis当中的工人困境。在医生困境中，女人的安乐死要求把更高的道德准则带进彼此的冲突中（如保护生命的价值，生活的质量，帮助苦难中的人们）。在工人困境中，几个有争议性的话题被提及，如问题任意法，团结性，雇主和雇员的权利问题。它要求个体给出他或她对医生及工人表现的意见，并在-3和+3分间打出分数。（见表1）
	Box 1：医生困境

	一个患有癌症的女人对医好自己不报任何希望。她生活在极度痛苦中，服用大剂量的止痛药如吗啡会使虚弱的她死亡。在恢复期间，她恳求医生给她足量的吗啡来自杀，她说她不能再忍受这种痛苦，不管怎样几个星期之后她总会死去。医生答应了她的请求。
你赞成还是反对这个医生的做法呢？


	Box 2：工人困境

	对于一些看似毫无根据的免职，一些工厂的工人怀疑管理者通过内部通话系统窃听他们的雇员并使用这些信息攻击他们，经理们坚决公开的否认这一指控。董事会宣布：公司将有条不紊地对这些疑点调查取证。 两个员工冲入行政办公室，拿走了录音带，这些录音带是对窃听指控强有力的证明。
你赞成还是反对工人们的做法呢？


    作为被选择的标准道德判断测试的这两种困境，因为他们都面对着高要求道德原则的人群。虽然我们希望安乐死困境（取自Kohlberg的道德判断访谈）论述了在kohlberg六个层次中最高水平的道德推理，而且我们希望工人困境至少在第五个层次的推理（lind，1985a）。研究显示，事实上，个体通常喜欢医生困境中的第六个层次的道德论述甚于工人困境中的第五个层次的推理。（lind，2000a）
    从欧洲的研究发现也显示出安乐死困境对道德判断能力的提升影响不大，拉丁美洲和美国的最近研究表明，当人们转向宗教当局时，这种关系被逆转了，因为宗教当局阻止他们思考政府是教条主义的话题。（Lind，2003b）
虽然这些困境被认为是很难解决，当被迫要做一个决定时，大多反应是情绪发作的迹象，这一部分的测试不是用来得分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为后来的任务设定级。这种困境也可能用来作为决策能力的标志，除了这些，MJT需要电子化管理。在一个实验研究中，Mansbart（2001）论证时间对象需要在各种广泛的现状困境中做决定，并为有相互关系道德判断能力的主要标志给以C 分数。

MJT的道德任务如今作为对象包含在论证中。对于每个困境，参与者必须在一系列十二个论证中有多少他们接受和反对的。分别有6个论证喜欢和6个

论证反对医生和工人。这些论证代表着不同种被Kohlberg的六个推理层次描述的道德推理性质，为了确定充分的代表这些层次，他们首先制定一个专门的等级，然后根据较早的标准进行经验测试。此外，8个参与者要大声回应被问的这些观点，并且鼓励批评性地评论他们。论证样本（源自工人困境)在Box 3中。

    参与者应该在每一个9分的论点中说明他们有多少接受多少反对。（见Box 4)

	Box 3 : 论证样本 以下的论点中你支持的两个工人行为的接受度？假设他们讨论他们的权利...

	因为他们没有给公司造成很多损害！

由于公司无视法律，两个工人使用手段恢复法律次序是允许的！

大部分的劳动者赞成他们的做法，并且很多人很高兴这么做！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个人的尊严远比公司内部规则重要！

因为公司最初的不公正，认为这两个工人闯进办公室是合理的！

因为两个工人没有合法的手段揭示公司滥用信任，因此他们选择他们认为的比较小的罪恶。



	BOX 4：量尺

	我强烈反对                                    我强烈赞成

	-4    -3    -2    -1    0    +1    +2    +3    +4


测试实施

    MJT通常在没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实施。大概需要10-20分钟来完成。大部分情况下，被试愿意对测试作出反应，据我所知，几乎所有被试都完成了测试。通常，只有很小一部分，如果发生，测试需要从计分和分析中转移出来。MJT可以用来对小至10岁的学习能力健全的儿童进行测试。当提供给小孩或学习能力确实的成人时，MJT需分别执行；测试的前半部分也需要增加并且反应量尺也需要从9点降为5点（范围从-2到2而不是-4到4）。然而，困境和争论的措辞不能变换。如果变换，新的措辞必须重新再进行确认（稍后解释）。

当MJT反复使用，像在评估或干预研究中一样，需特别注意再测疲劳现象的出现。如我们未发表的研究显示，某些被试在短时间内进行两次测试会产生厌倦。被试需提前通过恰当的引导对此作出准备，比如：“现在，我们再一次呈现你先前看到过的困境。请如上一次般尽可能仔细地再一次阅读这些问题”。通常，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测试疲劳。

需要注意的是，MJT是为研究和方案评鉴被设计出来，而不是为了个体诊断或为评价个体（如，分级）而设计的。个体的道德判断行为相当大一部分取决于情境因素如疲劳，投入度，过去经历。因此，一个用来评定个体道德判断能力水平的工具必须置于保护措施中并消除误区，而这些是MJT暂时未能具备的。当分组进行基础研究或评估研究，这些情境因素大部分得以抵消，使得C分均值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评价能力的“真实”水平被准确地说明。

MJT计分

根据道德行为的相关性原则，MJT产生两个分数的集合，一个相对于其认知方面，另一个相对于情感方面。最重要的认知分数是C分数，它反映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MJT中，道德评价能力在操作上被定义为被试者接受或拒绝某一论点的能力，即使他们反对这一论点，但他们这一能力都是基于与被试者道德素质相一致的特定道德事件之上的。他们需要去克服情感上比的难题，才能接受那些与他们观点相左的道德论题，这就是能力指数。仅仅偏好道德推理的特定阶段才能显示出他们的道德态度。

因此，C分数反映个体在道德问题的讨论中接受或拒绝论点的程度，这些道德问题与他们道德素质有关而不与其他们的与个体观点的一致性（或其它不道德特性）有关。需要注意的是，它并无连贯地表明每个标准误（SE），像一些研究人员(如Rest, Thoma, & Edwards, 1997) 估计的的那样。只有假如被试的判断是与他或她的道德原则一致，才能算出道德能力的得分。其它判断一致性的形式，如，与个体的观点相关，被看成是缺乏道德能力（为一更精良的陈述，参照Lind, 1978,2000a）。 当然，只有当C指标为包含道德任务（如MJT的对立论点）的测试而被估算时其才能反映能力大小。当C指标为没有包含任务的道德态度测试如DIT(Rest, Thoma, & Edwards, 1997)而被估算时，情况并非如此。 (How the C-Index is computed is explained in more detail at http://www.uni-konstanz.de/ag-moral/mut/mjt-engl.htm; and Lind [2000a]).
C指数波动范围为1到100。C指数可分类如下：非常低（1-9），低（10-19），中等（20-29），高（30-39），非常高（40-49）和极高（高于5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类方法是非常粗略的并且只适用于MJT的标准形式。如果C分数只是为每个困境单独计分的话，会由于困境背景被忽略造成的差异而使分值变得更高。

在表8.2中安乐死困境中两个虚拟被试的反应类型在图中表现出来。Sam和Bill两个人都反对安乐死，但是两种反应与给予的和反对这一决定的论点很不同。Sam接受所有的论点，因为它们和他对安乐死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他反对所有的赞成的论点，这些论点对他来说是反建议。只有与阶段一和二有关的，他才看上去意识到支持论点的不同道德特性。相反，Bill就道德品质对论点一如既往地进行等级划分，显示出他以道德准则为基础的判断能力。




    即使他不赞成这个观点，或者相对于con观点，他更赞成pro观点，他都清晰地区分了所有论点中关于道德品质的那部分。他们反应模式的C等级从数据上证明了这个可以看得见的解释。Sam在医生困境测试的得分是0.04，而Bill的是92.2（100分制）。换句话说， Sam在这个观点中的反应模式暗示了一个低层次的道德判断能力，Bill的反应模式则是一个极为少数的高水平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很少出现。Bill的判断包含了有关道德品质的观点，虽然Sam也涉及到了，但是主要关于他自己支持分界的观点。

如果同一个参加者在获得的分数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话，我们称为“分离现象”（Lind，2000c;也见于Schillinger，2006）。考虑了困境的的特征和一个人道德判断行为的构成，Lind（1978,2000a）提出了一个更加精确的分数。因为，在过去，这个精确的数据跟C等级密切相关，这一系列的数据都会被摆放在旁边。在关于分离的新的发现和观点中，它被重新考虑在内。在MJT的电子版中，附加的方法是可以被使用的，例如反应潜伏期和决策期，这些都能为根本的道德推理的认知过程提供有价值的理解。记录C等级和其他个体道德判断能力的特征将不会有很大的意义除非实验包含有道德的测试，也就是说，这个任务就是用一个人自己的道德准则持续地去反对一个人在自己角色中应有的道德观点。

基于道德行为在感情反面的特点，MJT产生了一个关于个体对Kohlberg所推崇的六个层次的道德推理的不同态度。这些不同态度的调查告诉我们，（举一个例子）哪个层次的人更喜欢或者少一点喜欢道德理性，哪一种类型的困境人喜欢最高层次的理性，哪一种类型的困境人相信较低层次的理性就是最大的满足。道德态度被简明地归类到了能够代表Kohlbergian时代观点的所有四种观点当中去了。（关于这些和其他一些标志的讨论，见于Heidbrink [1985]; Lind [1978, 2000a], Lind & Wakenhut[1985]）。这六种态度经常被描绘成可接受性的解剖图。其中有一种也被作为估计哪一个层次的理性最受欢迎，但是这种方法在研究中比较少用，因为几乎找不到任何期待中的矛盾之处。最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一点是：个体最喜欢道德准则那一个层次。

MJT的理论与实证有效性


    效度是指一个测试是否衡量到它应该测量的东西（Messick，1994年）。MJT措施真如它所声称的那样来衡量吗？ MJT数据能够使我们在我们的假设的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做出推论吗？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MJT的语言版本来比较研究数据吗？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理论，以及实证分析：测试的设计和内容都与我们想测量的东西是否在同一范畴内，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测试产生的数据与我们在理论上成立的期望是否一致呢？为了分析原始MJT的有效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对C分的解释的有效性），我们评估了MJT的原始版本和所有认证过的测试的翻译版本。

    为了被称为有效，MJT必须符合五个经验上的标准，这五个标准是从认知发展理论和道德行为的双因素理论中提取出来的(例如 Kohlberg,1958, 1964, 1984; Lind, 1978, 2000a, 2002)

1. Kohlbergian六个阶段的道德推理（情意方面）的偏好是以可预见的方式排序：在高Kohlbergian阶段的道德推理
是偏好于在较低阶段的过度推理。 （根据我的知识，这种偏好层次已在包括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所有道德判断试验研究中被发现（林德，1986年，2000年，2002年;总值，1997年）。

2. 阶段偏好之间的相关性，形成一个准单纯的结构，即，相邻阶段的偏好之间的相关性（如四，五）比相隔更远的阶段如四和六之间的相关性高（科尔伯格1958年，第82-84）。 （这个假设以主成分分析最大方差旋转进行被测试。如果数据形成一个准单纯，作为预测，两个因素的解决方案应导致1至6位于一个单弧阶段的因素负荷被很好地排序。这个假设获得了所有实证研究的良好支持。）

3. 认知和情感方面是平行的：一个参与者的道德判断能力越高，他或她就越能接受更高阶段的争论，并拒绝较低级阶段的争论。皮亚杰（1976年）假设人类行为的认知和情感方面是系统相关的。其中有一个方法来解释这个一般假设，那就是假定参与者的道德观念应与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系统地相关。从一方面，我们期望C分数和另一方面的其他1级和2的态度分数之间的高度负相关关系，我们又期望C分数与第3和第4阶段的态度分数之间的适中相关性，和C分数与5级和6级的态度之间的潜在的正相关性。几乎所有MJT研究都发现这种证实并行理论的相关模式。
4. 赞成和反对的论据是等价的：事实上，对于正面题材的正面论据的偏好的档案和对于反面题材的反面论据的偏好是几乎相同的。这同样适用于对两组的反对论点的偏好（林德，2000A）。
5. MJT是一个困难的道德任务，因此，C指数是一种道德能力（而不是道德观念）指数。然而，在Emler et al（1983年）的实验性研究中，使用DIT参与者，当他们被指示这样做的时候，可以模拟一个更高的P得分（见Markoulis，1989年），林德（2002）展示了一个相同的实验，参与者无法模拟上升的C 指数（见图8.3）。在图8.3中，实线显示了关键组的数据，关键组即在参加第二次测试之前，在DIT和MJT的第一届管理层上得分低的集团（右派），参加者被指示去模拟一个有着高于自己分数的平均分的集团（左派）的反应。虽然低分能提升他们的原则性原因（分数）的偏好，他们无法模拟其向上的道德判断能力（C得分）。 WASEL（1994年）在另一个额外的MJT实验中重复了这个发现，他发现，高C分数的受试者与低C分数的受试者相比，能够更好地正确地诊断其他人的道德判断能力。
C指数的能力自然，也被那些似乎是逐渐而不是突然发生的向上和向下变化，这样的事实所支持的，（林德，2000年，2002年）。渐进的改变对收购能力来说是典型的，而不是对于态度的变化是典型的，当人们改变他们的社会背景时，这有时可能是非常突然和戏剧性。道德的能力也慢慢地流失。 受试者C得分的“遗忘曲线”是消极地加速的，即参与者约长时间不练自己的道德能力，他们将越快地失去他们。

为了避免理论测试的重言或迂回，我们还没有使用像不变序列和年龄相关性以及判断行为的内在一致性的假设那样的有效性假设，这种假设我们希望通过实证测试。这是一个关于用经验证实的有效的道德发展测试方面的问题。比如Kohlberg与他的同事对MJI审订了多次，以最大化被试者判断行为的内部一致
[image: image1.png]FIGURE 8.3.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of the M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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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最大化基于年龄的MJI-scores的相关系数：“恰当的问题是，面谈及记分系统是否提供了一个关于道德判断阶段的有效评估......标准化事件记分......显示出来的分数与不变序列及内部一致性的理论估计相差无几”（Colby et al., 1987a, p. 71）。所以，参照MJI数据，认识发展理论的两个核心假设，不变序列及结构整体，在没有循环的情况下不能被测试出来。当然，这一限制在其它测量工具中也存在，这些测量工具已经在内部一致性或年龄相关性上被得到了优化。总的来说，标准版本的MJT是一个对道德判断能力及道德态度的有效测量手段，而MJT借力于对测量的设计及5个由双边理论及道德行为推导出来的理论准则。这一问题不仅对于原版德国版来讲是确实存在的，对于另外29个翻译版本来讲也是确有其事的，而后者已经被规范在相同的，关于有效性的严格框架之中（公开版本的MJT列表及关于有效性过程的介绍请见：http://www.unikonstanz.de/ag-mroral/）。

进一步来讲，尽管我们还需要一些有效准则，但MJT在跨国及跨文化的范畴之中运用良好（Lind, 2005）。我相信，基于Kohlberg对道德特性及道德发展所给分数之广泛的有效性，从20世纪，70年代MJT建立至今，并不是它发展的最低迷阶段。此后，仅有一些次要的编辑上的改进，这些对于跨文化的有效性研究来讲无足轻重。

源于MJT的实践探索

    MJT基于假设使得一些本来不太可能完成的研究变得便利。因为MJT允许我们同时对道德判断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认知进行测量，所以现在能对道德发展与社会行为的不同假设进行经验性的测量（Colesante & Biggs, 2001; Lind, 2002）。我们能对Piaget的认知效果并行理论能在没有借助间接指标的情况下基于MJT直接进行研究。MJT研究非常充分地支撑了这一假设并使得我们能将这一并行理论作为一项准则来使用——用于评估新测试版本的有效性（Lind, 2000a, 2002）。

    因为两个方面都能被评估，并且MJT没有回归上的偏差，所以它也能帮助我们区分道德判断能力里面的真、伪回归。在MJT研究之中，只有拥有最高道德判断能力的参与者才能在从高中到学院/大学的过渡中显示出回归的信号（Lind, 2002）。再者，它表明，只有能力方面有回归，而非效果。也就是说，如同Kohlberg与Kramer （1969）的数据所意味的，回归量并不会突然偏向于道德原则推理之上的前习俗道德。这一点支撑了Kohlberg与Higgins（1984）的解释而无需添加任何附加假设。然而，对于MJT，我们仍然探索了年青人中关于真实能力的回归，这些年青人仅有9至10年的上学经历（Lind, 2002），同时也包含一些学医学的学生（Lind, 2000d; Schillinger, 2006）。

    电子版的MJT，称作eMJT，在关于个体的道德判断行为如何被特定环境的变换所影响这一问题的一些心理学重要假设之上，展示出了丰富的可能性。以学习“效果”为目的，这一测量的实验设计可能通过很多方法来改进和运用，如：
（1） 将回答从9点刻度精简或延展；

（2） 改变议题表达的不同顺序（例如，从随机转变到阶段-1至阶段-6之议题的系统顺序，或反之）；

（3） 改变所讨论困境的顺序或号码。

再者，关于eMJT，研究人员能得到整个判断过程（比如，受试者做测试时的方法）以及，也是至关重要的，受eMJT时的等待时间。对每个议题的反应等待时间能被用做一项指数来评估不同阶段推荐的难度。在实验室实验中，Mansbart（2001）将被试者在对困境做决策时的时间作为他们道德判断能力（以C-score标记）的函数以将其与激起行为做对比。他发现，道德判断能力是决策时间最好的预测器。最终，两项实验研究将道德判断能力与学习能力相联系。Heidbrink（1985）发现，相比起获得较低C-score的学生，获得较高C-score的学生们能从一个简短的电影剪辑片中知道更多的事实。在Lind与Knoop（2001）的研究报告中，有关学习与运用新学事物的若干个指标，在成年人群中与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正相关。这些结果为研究主体的实验证据添砖加瓦，显示出道德判断能力与日常生活高度相关（Kohlberg & Candee, 1984; McNamee, 1977）。最近，在一个fMRI学习之中，神经心理学家发现低道德判断能力与大脑凸面前额皮层的扩展脑活动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这标示着低道德判断能力的人们需要更多时间与精力来处理道德困境（Prehn et al., 2008; added GL）。

对三个测量工具的评价

    另外三个测量工具同样被认为是可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进行指数化，这三个工具是道德判断面谈（Moral Judgment Interview-MJI）、定义事件测试（Defining Issues Test -DIT）及 社会反应评估（ the Sociomoral Reflection Measure -SRM）。
    由Lawrence Kohlberg以及他的合作者Kohlberg, 1958; Colby et al., 1987提出的MJI或许被视作一种道德能力的测试工具，但MJI的设计及它的记分方式仅符合一部分首先判断行为双边理论的部分标准。起初，MJI吸收了道德工作的两项核心价值，即困境与抵消暗示，同时打分是基于个体行为因素完整结构而进行的。在经过几次修订之后，面试向导并没有提到对抵消暗示的运用，同时打分方式也回归到经典的测算理论之中，至此，一些相关的或结构化的性质被完全从参与者的反应中剥离。现在，作者要求“手册中每一个项目能够清楚地根据其所标明，反映各阶段的结构”而不是通过每个个体反应的结构或因素来反映每个阶段或者推理过程的质量。最终，MJI仅对道德判断行为的认知能力维度给出有效的混合指标（阶段分数及MMS），且并不允许我们单独地去确定每一个维度。（参看Lind [1989] 对MJI的扩展讨论.)

    然而，如果考虑到这些缺点的话，MJI可能被当作一个反映道德判断能力的有效方法。

看上去，MJI的结果并不能被捏造，所以它所得到的分数能描绘出一幅教育干预效力的真实画面。关于对干预的研究，MJI似乎对由教育导致的大年龄范围内的改变较为敏感（(Lind, 2002），但其它工具，如DIT，好像仅对遵守道德的，直至处在道德自律阶段的成年人的年龄变化比较敏感（Schläfli, Rest, & Thoma, 1985）。

    如果恰当地运用，MJI可以指明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而不是最典型的）道德推理层次。然而，若在不正确的指导下（运用），参与者可能会于低于这一水平的情况下进行推理，并且所得分数与其真实层次并不相当。基于对大学生的研究，Schuhler （1977）发现这一工具能尽最大可能地显著提高参与者道德推理的能力。在Kohlberg 与 Kramer (1969)的报告中，处于青春晚期的人回归到推理的较低层次。尽管Kohlberg 与 Kramer相信，这一情况说明了道德导向的变化，但Kohlberg 与 Higgins (1984)辩说到，这一回归更可能是因为运用旧评分体系所带来的误差。依据MJT的数据，我们发现这种回归局限在能力范畴并且没有影响到主观道德导向，同时回归也局限在20%取得最高C分的参与者身上。最终，回归分数可能也说明，面试环境并没有充分地挑战被试者以产生针对他们得到道德推理最高分的一些异义。尽管这些研究结果看上去说明了，一些回归的形式只是测量方法人为化的结果，但Lind（2002）解释到，如果儿童没有接受一些能使他们达到关键道德水平的教育，而自我教育在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话，那么道德判断能力的真正回归将会发生。

    其它一些道德发展的测量，比如Rest（1979）的DIT以及Gibbs，Bainger和Fuller的SRM似乎都只能包含很少的一部分道德任务，当然，如果有的话。

    所以，对于测量人们的道德态度，这些工具是有效的。尽管有时候道德态度与道德选择能力高度关联，但它们没有提供道德选择能力方面的指数。所以，当一些直接指标不可得时，这些工具可能被用来作为一种间接的测量工具。使用DIT时，被试者被要求对若干个道德描述的重要性给出自己的评价，这些描述会与一些两难困境相关联。每一个描述代表着一个Kohlbergian阶层（从阶层1至阶层5）。DIT包含有两难困境，但是，就像在其它测试中一样，这些困境对于评分没有影响。DIT并没有包含抵消暗示。Rest（1979）甚至讥笑类似于MJT及早期的MJT能力测试这些特点，说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研究者仍然将这些没有意义的，充满争议的描述视为技术设计的一项标志”（p.89）。

    众多研究中使用P-score作为指标，这一指标为道德自律思想（不同于对其它类型的思想）定量地给出了普受参与者喜爱的一个比率型的分数（Narvaez, 1998, p. 15）。其它指标也有所提及，这些指标尽管有一些比较好的统计性质，但它们只是基础性地给出了一些同类的信息。

如果研究参与者没有理由去捏造他们的分数，那么从很多案例上来说，P-score可以被视为一个道德发展层次的间接测算器。因为，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面对道德自律型道德推理的道德态度与道德判断能力高度一致相关。然而，如果将DIT用作评估对高等教育的教育干预或认可，那么这一相关性将会瓦解。如果参与者欲想得到一些外部期望，例如想去取悦导师或想满足教育机构的一些需求，他们将改变他们的道德态度，所以我们大可高估他们的道德发展层次或者高估教育干预的影响。某些直接将Kohlberg等级作为学习经验一部分的干预研究......已经预先在测试结果中获取了10分，基本上是Panowitsch-Balcum研究中的二倍。这应该是最集中的，便利于道德思想发展的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这些干预可能只有在引导被试者如何在完成DIT测试时捏造高分数，而不将使问卷中M-score无效化才能获得成功。DIT对于评估干预研究来讲其价值受限，因为DIT仅仅测量的是处于阶段5，即道德自律推理方面的偏好，所以该工具对于较早阶段及较低年龄层的变化并不敏感（Schläfli et al., 1985; Kim, 2006）。不幸的是DIT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已经误导了一些教材的作者，使他们认为有效的道德教育仅对成年人有用。

    对于一些能力指标，一些人不可能得到很高的分数，即便能力指数应该对真实的实践与教育上的改进比较敏感，因为这些人将被指导如何去做测试。近期，Rest等人“已经从我们有效性规范当中消除了虚假研究”。所以，他们似乎不再会将P-score及DIT中相似的指数假设为能力指数了。如果有理由相信被试者没有想要捏造分数时，DIT是一项有效的测量道德态度的工具，同时也有可能被用作间接测量道德判断能力的指示器。

    关于DIT指数的一些备选项，像U-score（U代表应用者Utilizer; 参考Rest等人研究1999, p. 104）以及可以在文献找到的，由我们的C-score调整得来的DIT-score。

所谓的U-score测量的是与特定道德选择相联系的一般道德态度层次。然而，U-score好像只有在少数研究中用到（Thoma, 1994）。DIT的C-score已经被弃之不用，因为所说它有可能在统计指标方面劣于P-score（Rest等, 1997）。但是，正如我们所定义的，C-score只有在与MJT中所包含的道德工作相接合时才有意义。因为DIT并没有包含这类工作，所以DIT-score没有意义。

SRM方法（社会反思测量）已经构建了一个MJI方法的经济的替代品，但也只有在思想上的一些特定位置之中。关于有效性的主要指标（如果不仅仅是）有（1）与Kohlberg的MJT方法高度相关，（2）与被试者年龄高度相关（Gibbs, 1995, p. 35; Gibbs et al., 1992; Krettenauer & Becker, 2001）。SRM没有包含道德工作，没有包含抵消暗示，甚至没有消除两难困境。一个示例性说明即：“对于人们来讲告知真相有多么重要？”所以，在所讨论的三个可选方法之中，SRM是最纯的道德测试方法。如同MJI及DIT，若仅仅是研究参与者没有理由去将其分数模拟地拔高，SRM可能被用于做为测量道德选择能力测试的间接指示器。根据我的知识，从来没有测量过SRM的可伪造性，尽管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很期望这样，但SRM的分数就是能被模拟地标高。先不论这些，SRM对于教育干预的影响不如MJT敏感，而后者的结果却不能被伪造。SRM在对学生进行了一周的干预之后并没有显示任何效果，而MJT却给出了较高的分数（效果尺度 r = 0.26; Lind, 2002, p.208）。

    总体来说，尽管有许多好的道德态度的测量方法，但除了MJT，好像没有哪一个包含有困难道德任务，以期用于测量道德判断能力的在理论上有效的方法。更进一步，MJT更简短，能提供更多的指数，在适用的年龄范围上比其它方法更宽泛，并且它对教育导向的变化比较敏感。

对MJT的总结性评估

理论上来讲，用于测量道德判断能力及道德态度，MJT方法是一个敏感性可变的、简短的且是可用电脑打分的有效工具。它被设计用于研究与评估学习，但并不用来做个人评估或选择。

我们结构化的测量方法与经典测量理论及其现代派生法如Rasch评估法是相反的。我们的方法视目标特征由每个受试者的测量项目来表达，同时基于案例中受试者之间的变化及项目之间关联性来分析结构。因为经典的方法误解了受试者的特点（如前后一致性与前后不一致性），将其做为测试特点（包括可靠性及测量误差），所以这些方法用在评估一个人的思想及行为的结构特点时并不恰当，进而不适宜测量道德发展的双重因素（Broughton, 1978; Lind, 1985c, 2000a）。

MJT被设计出来，是用来作为一种测量一些有较好理论定义结构的个体内在行为的实验。面对一些基于道德议题系统地建立起来的集合，参与者反应的一些因素告诉我们一些与个体道德推理结构相关的事情。由理论推导出来的，基于道德推理结构本性的几个严格的假设检测已经在测量的经验及理论有效性上得到了证实。因为MJT是一项实验性的问卷，而不是基于经典评估方法的测试，所以我们将个人反应因素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解释为个人道德认知结构的性质，而不是如同评估误差及不可靠性等一样的工具本身的性质（参考 Lind, 2000a）。因为这一评估方法的重点是放在因素与结构而不是项目化的信息，所以将MJT进行传统的项目化分析或计算其测试可靠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趣的，尽管MJT没有用“可靠性”进行优化，Lerkiatbundit, Utaipan, Laohawiriyanon 与 Teo（2004）报告了一个r=0.90的再测信度相关系数。

    使用MJT，没有任何项目会用来增加C指标与经验准则（如年龄、政治态度或高等教育）的相关系数。这一事实保证了，不同于基它工具，MJT相对于特定内容的估计，例如对排列序列稳定性的估计，对年龄相关系数，不变序列或教育相关系数的估计等是有利且无偏的。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项目并不是被筛选出来用做对分数稳定性进行最大化的，这种最大化将以消耗测试对教育导向转变的敏感性为代价的。同时，项目也不是用来针对理论效度消耗上的改变而进行的敏感性最大化。

    MJT比很多其它道德发展测试都简短，（标准版的含有26项指标），它容易操作，且可全全交由电脑来处理分数。像Like Kohlberg的道德判断面谈，MJT使用起来有5级（DIT有9级，Rest等，1999）。工具中没有不可记分的项目（相比起来，DIT中有接近一半的不可记分项，参考Gielen, Comunian 与 Antoni, 1994）。

    尽管MJT不能在实验测试环境上进行造假，其它道德发展测试却可以，但MJT对教育转变比较敏感。任何一项能力测试，再测疲劳可能降低测试分数，而这一问题将使得我们低估处理效应。合理的引导可解决这一问题。在近期的干预研究中，出现了非常高的效应分数，如r>0.70，这意味着MJT对真实的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是敏感折（Lind, 2008, Lerkiatbundit等人, 2006）。

    MJT能应用于较广的发展范围之内。起初，MJT的建立是为了在大学生中进行研究。同时，在许多国家，它的应用范已经被成功地扩展到能包含对10岁左右的小孩、高中生、工人阶层的年龄人、过失青年、专家、政治活动者、老年人等研究对象之上。该工具已经被有效地翻译成29种语言。来源于标准MJT的数据现在可用于许多跨部门的、纵向的、实验的及预性的研究之中。与其它工具相比，MJT负载着较少的价值观，但也并不是不受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我相信，作为这一测试工具应用之基础的道德理想可能被广泛存在的一些偏见所修正，以使它适应多种文化。

对于这一工具，我们认识到，像“在某一特定的冲突环境下，哪一个解才是正确的”和“应在道德推荐的哪种层次下讨论这一工具”这类问题都是与文化界定相关的，同时，我们相信，上述问题的答案不应在道德进化的基础上得到其解。所以，MJT的核心指标,C-score,没有与这些问题挂勾。然而，MJT工具是基于这样一种信仰，即我们期望每个人的道德判断能力，就是说人们根据自己拥有的道德准则来做出的判断与实施的行为，考虑到这些准则之后应该是一致的，即使其它一些感观会与之相反。

在某种意义上，MJT依赖于并且总结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关于道德行为及它的核心成份：道德理想与道德能力。然而，这只是一个新研究范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这一新的研究将有助于产生道德行为及发展的性质、条件及影响：那么什么是道德细分的原因？（Lind, 2000c）关于道德能力的角色替代机会所产生的影响能被一般化吗（Lind, 2000b）？道德判断能力怎样与人类学习及决策制定相联系？（Heidbrink, 1985; Lind & Knoop, 2001）最终，我们将需要针对特定的研究问题，甚至参照一些新的设计特性来量身定制一个新的测量工具。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运用标准MJT来回答这样那样的问题（see Bataglia et al., 2002, 2008; Lind, 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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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MJT的实验性设计


两个虚拟的参加者在道德判断行为模式中所得分数








设计要素：6×2多边直角形，N=1(根据MJT,两个两难模式：6×2×2)


自变量：1.推理的道德阶段（品质）


        2.实验（实验组和控制组）


        3.困境的背景，修订标准版，这里没有描述


因变量：把他们的接受能力分成12个等级（标准:24个）








图 8.3 


   MJT实验设计


   当被要求对道德判断行为进行模仿时，“低分数”可模拟“高分数”道德态度，但不可模仿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





Lind等（2002）实验：C-score（MJT）将被模拟地提高





Emler等（1983）实验：P-score（DIT）将被模拟地提高





低分数


高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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